城市治理导向的杭州楼宇社区建设模式探析

赵宣

（杭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城市治理是在城市事务日益繁冗的情形下，政府管理城市的一种新思想和新方式。楼宇社区则是为维持楼宇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强楼宇“软环境”建设而提出的一种新型社区模式。新形势下，楼宇社区的建设和发展需汲取城市治理的理念，同时楼宇社区也是城市治理在社区层面创新开展的实践平台。本文以楼宇社区建设的典型杭州市为例，阐述了杭州在城市治理导向下楼宇社区的建设实践，并总结出“一大前提，一个核心和两个支持系统”的杭州楼宇社区建设模式，以期为其他城市楼宇社区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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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那么城市到底是什么？纪晓岚在《城市的本质》中提出，“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环境”[1]。一方面，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失去了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用，对货币价值和经济效益有着逼迫性的需要；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城市土地的货币价值和经济效益，城市中心区块建筑物的容积率和密度普遍较高，由此营造出摩天大厦鳞次栉比的人工环境。楼宇经济则是顺应城市发展的本质需要，在追求货币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城市社会环境中于高层或多层建筑的人工环境里孕育出的一种新型城市经济形态。作为新生事物，我国城市楼宇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却遇到了种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保持楼宇经济持续稳健发展，杭州市下城区于2009年在国内率先提出了“楼宇社区”的概念。楼宇社区是运用社区化的管理和服务理念，向聚集在楼宇中的企事业单位和职工提供服务的一种新型社区模式。在楼宇社区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政府要实现从“企业找服务”到“政府送服务”的转变，更重要的是要在政府、企业、职工和物业部门等复合主体中牢固树立城市治理的理念。

一、城市治理和楼宇社区

    （一）城市治理

     理解城市治理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治理。治理理论有其诞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缘由，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市场万能”的幻想，为解决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市场失灵”危机，主张政府对经济社会积极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然而，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扩张式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双“失灵”，进而进入了长达12年的“滞胀”时期。西方政治学家和管理学家亲眼目睹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后，认为传统上的 “市场——政府”二分模式已不能满足经济社会管理的需要，于是他们在解决经济社会各种问题时开始寻找“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2]。治理理论认为，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还是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都无法根本克服市场局限和政府局限[3]。而治理理论所主张的多元主体、民主参与以及互动性和回应性等质素被认为可以解决这一两难的境地。于是治理理论应运而生，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国家协调的失败[4]。治理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即广泛运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把治理理论运用于城市管理层面即产生了“城市治理”思想。城市治理是在当今社会高度分化、城市事务日益繁杂、城市面临多样性需求及国家倡导公共管理复合主体联合治理的背景下产生的城市管理新观念和新方式。国内学界对城市治理有着不同的理解[5-7]，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其本质内涵趋于一致。笔者认为城市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城市利益相关者（政府、居民、社会组织和第三部门等）；城市治理的过程是民主参与式的，且具有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参与机制；城市治理的目标则是要建立城市治理共同体。

   （二）楼宇社区
提到楼宇社区则需说明下楼宇经济。楼宇经济专家夏效鸿指出，“楼宇经济是经济学提出的一种复合概念，它以商务楼、酒店、功能性板块和区域性设施为主要载体，以开发、出租楼宇而引进各类企业，从而引进税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体现了集约型和高密度的特点”[8]。楼宇经济是城市经济高度发展的一种常见形态，被誉为“垂直的印钞机”，其对集约节约利用城市土地、提高集聚经济效益和效率、树立城市形象和提高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楼宇经济在发展实践中面临着种种问题，如政府管理职能不明确，企业偏重于政策而不注重于环境，楼宇之间的恶性竞争而导致的楼宇产业雷同，楼宇业主只关注入住率而疏于楼宇品牌打造及楼宇文化营造等。楼宇社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促进楼宇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楼宇社区把社区思想运用于对楼宇的管理和服务，即是以经济型楼宇为依托，聚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和利益相关者共同组成的经济社会共同体[9]。楼宇社区的建立在政府为入驻企业主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楼宇社区文化的营造，增进楼宇员工的归属感；另一方面，通过楼宇社区共同体的营造，加强企业与企业、员工与员工的社会交往，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有助于形成社会支持网络。

   （三）城市治理和楼宇社区的互动作用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工程，是城市内部治理的重大研究范畴。20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和建设体制——“单位——街居制”日趋势微，城市社区里的“单位人”逐渐成为了“社会人”，城市社区呈现出管理主体行政化、社区组织碎片化和社区去共同化等倾向。鉴于此，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加快建设社区服务平台的任务。但是，由于社区建设的制度缺陷、社区建设主体错位、社区自治能力不足以及社区公民参与意识薄弱等障碍，使得城市传统社区的治理愿景陷入了“乌托邦”式的困境。而同时，楼宇社区是随着楼宇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区形式，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思维体制和地域情节的束缚及影响，且在楼宇社区内工作和居住的公民教育水平和修养素质相对较高，比较关注于社会公共事务，有着民主参与及表达利益诉求的意识，所以楼宇社区具有社区治理实践的先天优势。楼宇社区是社会管理变革的产物，其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也要依靠城市治理理念的真正贯彻落实。因此，城市治理是助推楼宇社区发展的保障，同时楼宇社区也是城市治理有效推行的契机。

    二、杭州楼宇社区建设模式研究

    2009年下半年，杭州市围绕全面提升楼宇经济管理，启动了楼宇社区建设工程，并相继出台了《下城区发展楼宇社区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 年）》、《下城区楼宇社区第一个五年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 年）》等一系列支持楼宇社区发展的计划和纲要。2011年杭州楼宇社区服务模式的建立标志着杭州楼宇社区建设走向了成熟阶段。陈圣杭指出，“楼宇社区是中心城区经济转型升级的‘主平台’、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抓手’，是杭州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10]。杭州市楼宇社区建设卓有成效，有其客观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更重要的是杭州对于城市治理的充分理解和合理运用，可总结为“一大前提，一个核心和两个支持系统”的楼宇社区建设模式。

 （一）以政府管理模式转变为前提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楼宇社区的兴起是一种社会现象，为契合和促进这种社会现象，与之相配套的社会管理也要随之作出适时相应的调整。长久以来，政府在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中往往扮演着主导者和权威者的角色，然而在楼宇社区时代，政府则应该转变管理理念和方式，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这是城市治理导向楼宇社区建设的一大前提。而对楼宇社区的实际建设来说，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要为楼宇社区的发展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11]。2009 年 12 月 9 日，杭州市下城区成立了首家楼宇综合服务中心，将“企业找服务”转变为“政府送服务”，实行经济服务、民生保障、城市管理、综合服务、党群建设“五进楼宇”，真正实现了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转变。

城市政府的楼宇社区服务主要包括三种典型模式——行政主导型、合作共治型和社区自治型（见表1）。而杭州市在楼宇社区发展过程中，政府管理模式在向“服务者”方向转变中，形成的是合作共治型服务模式，倡导均衡发挥楼宇社区建设的四只主干力量，即企业主体力、市场配置力、政府引导力和社会协作力。在实践中，杭州各区相继成立了楼宇服务中心作为政府主动送服务的服务阵地。2012年4月，杭州滨江区楼宇社区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并投入使用，依托此服务中心，楼宇社区不断加强企业服务水平，并从企业的实际和需求出发，搭建平台，不断延伸社会服务内容，包括计生宣传服务、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等，并为企业员工提供就业社保服务、劳动争议调解服务等。通过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拓展，加强了楼宇企业和员工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促使楼宇整体活力、实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截止2012年4月份，已有金融、保险、证券、物流、文化传媒等领域入驻企业46家，合同面积占总招商面积的73%。

表1 楼宇社区的三种服务模式
	服务模式
	政府角色
	主要手段
	理论基础
	适合阶段

	行政主导型
	干预者；主导者
	行政手段为主
	政府干预
	起步阶段

	合作共治型
	参与者；服务者
	多种手段整合
	治理理论
	发展阶段

	社区自治型
	授权者；服务者
	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
	民主自治
	成熟阶段


   （二）以复合主体多元共治为核心
城市治理理论强调城市中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城市的公共事务管理，建立“多中心”和多元关系的治理结构[12]。复合主体多元共治是对城市治理“多中心”理论的升华，不仅包括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更强调了各个主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形成具有网络化、协同性和共责制的跨部门治理结构和治理力量，这是城市治理导向楼宇社区建设的一大核心。在理论层面上，杭州下城区在楼宇社区建设中已逐步构建出合作治理的“12345 ”楼宇社区服务模式（见图1）。该服务模式呈网络状，紧密围绕“繁华时尚，精致包容”的楼宇社区目标，充分发挥在楼宇社区治理中政府、企业、市场和社区等复合主体的协调力量，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相互合作，彼此影响，体现出城市治理过程的互动化和协调化的诉求。在组织层面上，杭州市下城区建立了各类社区自治组织，如下城区楼宇办组织发动的由楼宇业主、楼宇社区企事业单位代表、楼宇社区服务中心和物业共同组建的楼宇社区促进会，就充分发挥了共建共享的优势，已成为打造政企间互通互助的新平台，也是楼宇员工“参政议政”的新型组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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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2345”楼宇社区服务模式
   （三）物质系统和非物质系统两大支持系统

杭州市城市治理导向楼宇社区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两大支持系统，即物质系统和非物质系统。

    1、物质系统

（1） 相对发达的楼宇经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楼宇经济催生了楼宇社区，楼宇社区的发展也离不开楼宇经济的物质支持。杭州市的楼宇经济起步于2002年，经历了“探索-规范-提升”三个阶段的有序发展，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9]。目前杭州主要城区（富阳区除外）都规划建设有楼宇经济发展项目，且都在按计划有条不紊的建设和发展中（见表2）。在“中国楼宇经济蓝皮书”《中国楼宇经济发展报告（2014）》评出的全国“十大活力城区”中，杭州下城区和西湖区双双入选，相对发达的楼宇经济已成为杭州楼宇社区发展的重要支柱。

表2 杭州市楼宇经济项目分区发展情况
	分区
	建成重点区域
	发展现状、特点

	上城区
	城站吴山一带

庆春路（上城段）

湖滨商圈
	区域发展成熟、分布均衡、以传统商务楼为主

	下城区
	凤起路一带

武林商圈

庆春路（上城段）
	区域发展成熟、分布均衡、以传统商务楼为主；北部区块启动发展

	西湖区
	黄龙板块

城西文教区
	科教楼、10%留用地规划建设量大

	江干区
	庆春广场一带
	钱江新城楼宇项目建设体量庞大，10%留用地规划建设量大

	拱墅区
	武林商圈

石祥路汽车城
	石祥路汽车城是发展重点

	滨江区
	行政中心周围区域
	现状楼宇经济项目集中于启动区块；大型体育场馆和配套设施建设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开发区启动区块
	现状以商业楼和标准厂房为主，传统商务办公尚未大规模发展

	萧山区
	萧山新区
	大型楼宇经济项目集中于萧山新区

	余杭区
	临平城区

未来科技城核心区块
	现状楼宇经济发展层次相对较低，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但是楼宇经济潜力巨大


   （2）完善的楼宇社区组织结构  杭州市下城区为推进楼宇社区的发展，结合本区楼宇社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服务楼宇社区固定的组织框架（如图2）。下城区楼宇社区组织框架包括三个部分，即楼宇综合党委、楼宇综合服务中心和楼宇社区促进会。其中楼宇社区综合党委履行政府职责，是服务型政府的基层服务组织，促进楼宇社区实现从重经济政策向重人文环境的重大转变；楼宇综合服务中心设有“一楼六员八人”的工作小组，是入驻楼宇社区为企业和员工主动提供服务的基层执行组织；楼宇社区服务促进会则是党政、企业、社团等共同治理社区事务的合作协会组织。总之楼宇社区“三位一体”组织结构是对原有社区管理机制和结构的重大革新，有利于形成多元、合作、民主的楼宇社区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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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楼宇社区“三位一体”组织结构

    2、非物质系统

   （1）楼宇社区服务标准化模式  标准是发展楼宇社区的有效载体，标准化是楼宇社区科学管理的基础[13]。楼宇社区是新兴的事物，对其服务的标准化设计是其规范、统一和协调发展的制度基础。杭州市依托已建的“楼宇综合服务中心”，遵循GB/T24421-2009《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的指导思想，结合杭州市楼宇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并参照国内外制定的楼宇经济服务标准化文件，于2010年9月17日正式发布《楼宇综合服务中心服务规范》的地方标准，形成了杭州楼宇经济标准体系基本框架（如图3）。杭州楼宇经济标准体系主要规范楼宇经济的服务保障和服务提供体系，并最终形成了杭州楼宇经济服务通用基础标准体系。同时，杭州市也积极开展了省级标准化试点项目《杭州楼宇企业公共服务标准化》。2010年底，杭州开始将楼宇经济标准化转向为楼宇社区标准化的建设，将标准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拓展到对现代社区建设的指导，这是标准化工作的又一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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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杭州楼宇经济标准体系基本框架
   （2）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  在杭州市合作治理的 12345 楼宇社区服务模式中，楼宇信息共享虚拟平台是楼宇社区建设目标实现的两大平台之一，主要由网上虚拟楼宇综合服务中心和楼宇信息系统两个部分组成，其中网上虚拟楼宇综合服务中心是开展线上服务的渠道，而楼宇信息系统则是运用信息化管理手段提高楼宇社区运行效率的工具。杭州市上城区就利用互联网技术成立了网上社区学院，作为数字化学习社区和资源共享广场，该社区学院已在提高居民文化素养、培养学习型社区以及营造社区共同体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杭州九堡街道红苹果社区也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设了社区微信公众号，该社区微信公众号具有快捷服务和便捷查询功能，其中快捷服务功能可为社区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暂住证、老年卡、准生证等相关证件办理提供在线的咨询和服务，而便捷查询功能则涉及到挂号就医、火车查询以及违章查询等居民较为关注的内容。总之，杭州市在楼宇社区建设中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运用，一方面畅通了政府和居民间社区服务的供需渠道，另一方面也无形中提高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居民可以对社区事务相互讨论、各抒己见，这也是城市治理导向下楼宇社区建设非物质支持系统的重要方面。

3、 结语

    当前，杭州在楼宇社区的建设中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大前提，一个核心和两个支持系统”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区效益，但是在实际发展中也存在诸多的阻碍因素。首先，公民社会问题仍然突出。林尚立认为，“城市治理所追求的善治是建构在城市自治秉性得以充分发挥基础之上的多元共治，需要城市社会的良好发育、现代城市公民的逐渐成熟和公民责任的担当”[14]。但是，由于历史、文化以及制度等因素，作为城市治理基础的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相当迟缓，如果逃脱了这样的基础，治理只能成为空中楼阁[15]，因此采取措施培育公民社会，唤醒公民意识是城市治理的社会基础。其次，城区之间存在恶性竞争。杭州九个区县为了本区经济的发展都相继出台了楼宇社区发展规划，但就全市而言，没有从全局出发制定协同的楼宇社区发展战略规划，这就造成了各区楼宇经济形态及产业结构雷同，形成了楼宇社区间的同质化恶性竞争，不利益楼宇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楼宇社区发展也存在内部障碍。杭州市主楼宇社区三大组织的人员构成中都少不了政府部门的人员，行政权力在楼宇社区中根深蒂固，且辖区企业的参与度及积极性均不高，企业参与组织化程度也相对较低，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楼宇社区的多中心治理进程。

任何新生事物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种种障碍，但只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都将具有良性发展的美好前途。杭州城市治理导向的楼宇社区建设应正视障碍性因素，从公民社会培育、楼区社区的统筹发展及楼宇品质提升等方面进一步革新和提升，这样杭州城市治理导向的楼宇社区建设模式将会更具有前瞻性、开创性及指导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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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Urban Governance-Oriented Office-building Community Construction Mode in Hangzhou
ZHAO Xua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Abstract: Urban governance is the government’s new way to govern the city against a backdrop of increasing urban affairs. Office-building community is a new community mode for keeping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ty’s construction of "soft environment". In the new situ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office-building community needs to absorb the concept of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office-building community is a practice platform for the community-level innov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Taking the office-building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Hangzhou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acti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ffice-building community guided by urban governance and summarizes its construction mode as "a major premise, one core and two support system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other cities in office-building communit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urban governance; office-building community; construc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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